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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伟大探索 *

武 力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 90 年的历程中对农业现代化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 1921 年至
1952 年，通过民主革命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扫除体制障碍，彻底实现 “耕者有其田”; 二是 1953 年
至 1978 年，出于国家安全和赶超的需要，农业现代化必须服从于工业化的大局; 三是 1978 年至 2011 年，
改革开放带来了农业现代化的新局面，其中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即 80 年代以“包产到户”推动农
业发展阶段，90 年代以产业化带动农业发展阶段，新世纪 10 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全面推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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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PC’s Great Explor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u Li

Abstract: The CPC’s explor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ver the past ninety years since its birt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covers the years from 1921 to 1952 when the Party successfully
attained the goal of giving land to the tillers and remove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industr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second stage is a period from 1953 to 1978 when out of con-
siderations of the need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catching-up strategy agricultural was subordinated to the over-
all interest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third stage started from 1978 and has continued to the present． In this perio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drive has created new horizons f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is stage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ree sub-stages: one，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the 1980s; two，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driven by the industrialized operation of agriculture; three，the all-
rou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f development in the ten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

农业现代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走过了一条

艰难曲折而又辉煌的道路。我们不仅用世界
7%的耕地养活了 24%的人口，实现了小康目
标，而且经过近 60 年的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了
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

化道路。

一、新中国成立前解决农业危机的
根本出路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大国之一。在
中国这片土地上，已有 7000 多年的农耕历史，
有众多的发明创造和丰富多彩的农业遗产。据

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
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出土的石斧、石铲、骨
耜和稻壳、稻秆等物品的考证，当时在黄河流
域和长江流域已经栽培谷子和水稻。到明、清
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当时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

矛盾，大力推广一岁几收的多熟制，提倡粪多

力勤，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同时引进了甘薯、
玉米等高产作物。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所著
的 《农政全书》，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作了比较
全面的总结。

*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某个时期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农业向世界先进农业水平靠近的过程。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参照标准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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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和农业文明发达，人口

与耕地的矛盾早就产生了。据唐朝人记载: “开
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
壑，耒耜亦满。”租佃制就是人口相对于耕地过
剩条件下的制度优化 ( 利于精耕细作和兼业) 。
到清代中期，承平日久、高产作物的推广以及
“摊丁入地”，都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加。这反
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的矛盾，

形成农业的过度开发。到清末，人口与耕地的
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当时就有人形象地说: “人
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

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

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
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

殚矣。”①

可以说，在世界工业文明出现之前，我国

有着达到世界巅峰的农业文明，同时也产生了

“人多地少”的资源不足问题。但是，当工业文
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征服世界的

时候，我国的农业却因国家的衰落而陷入危机。
据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研究，到 1820

年，中国靠农业的支撑，GDP 总量仍然居世界
第一位，占世界 GDP总量的 33%。但是，自 18
世纪以来，欧美各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

和工业革命，传统的农业开始率先步入以现代

科技和工业为基础的现代化轨道，品种改良和

机械、现代能源、化肥、农药等的使用使得农
业充分吸收了工业文明的成果，也随之现代化

了。而中国的农业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不
仅没有乘上现代化的列车，反而因帝国主义列

强的侵略和统治阶级的保守腐败，陷入了严重

危机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百余年
间，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极为缓慢，落后于世

界先进农业的水平。特别是由于连年的军阀混
战、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国民党发动的内战
的摧残破坏，广大农村田园荒废，许多农民妻

离子散，家破人亡。遇到灾年，则更户鲜盖藏，
途有冻死骨。如 1928 年的大旱灾遍及全国，赤
地千里，灾民达 1． 2 亿人，饿殍载道，惨状目
不忍睹。1931 年长江、淮河发大水，淹没了广
大的乡村和城镇，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无

家可归。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
后，大肆进行殖民主义掠夺，推行残酷的烧光、

杀光、抢光政策，中国的农业生产遭到更加严重
的破坏。1936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前粮、棉产量最
高的年份，粮食为 15000 万吨，棉花为 84． 9 万
吨。到 1949 年，粮食产量降为 11318 万吨，减
产 25% ; 棉花产量降为 44． 4 万吨，减产 48% ;
花生、油菜籽比战前最高年产量减少近 2 /3 ; 蚕
丝和茶叶的产量均不及战前最高年产量的 1 /5。
针对旧中国这种农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状

况，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提出要通过民

主革命来消灭封建剥削，实现 “耕者有其田”。
早在 1922 年，中共中央在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
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就提出 “农业是中国国
民经济之基础”的思想，并指出: 农民 “自然
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中国共产党若离
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②。在
中国共产党为民主革命奋斗的 28 年间，始终高
举着解放农民，也就是解放农业生产力的大旗，

并为此不屈不挠地艰苦奋斗，最终通过土地改

革，彻底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而土地改革也
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新中国成

立后仅用三年的时间就使农业主要产品产量达

到历史最高水平，基本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

二、农业必须为工业化服务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农业现
代化，都是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来改造和装备农

业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其工业的发展很大程

度上来自于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而我国的现
代化道路不仅起步时人口多、底子薄，而且不
能依靠对外掠夺，必须走自力更生、从国内寻
找积累的道路，而落后的传统农业就义不容辞

地承担起这项重任。这就造成中国农业的现代
化是与工业化同时起步的。因此，新中国的
《土地改革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 “废除地主
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

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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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士铎: 《乙丙日记》，转引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
济发展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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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是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的梦想，

几代人前赴后继不惜为之献身的梦想，但是，

近百年的近代史给中国人的工业化梦想留下了

太多的屈辱。毛泽东在 1944 年就这样说: “中
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
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我们，就是因

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
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①

而 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美国出兵台湾，
1954 年美国试图阻止中国解放沿海岛屿，并以
动用核武器相威胁，又再一次证明了工业化的

必要性和迫切性。
因此，当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为工业化扫清道路之后，尽快实现工业化就成

为中国人民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最迫切的奋

斗目标。1953 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
总路线和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把社会主义工业
化列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但是，新中国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却

低得可怜: 从人均产品看，按解放前最高年产

量计算，主要工业品的人均占有量，钢 1． 7 公
斤，原煤 114． 1 公斤，石油 0． 6 公斤，电 11
度，粮食 209 公斤，棉花 8． 2 公斤。毛泽东当
时感慨地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
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

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
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 1952 年国民经
济恢复任务完成时，中国大陆的人均 GDP 仅为
119 元人民币，人均储蓄存款仅为 1． 5 元人民
币，国家外汇储备仅为 1． 39 亿美元。这样一种
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人口多、剩余很少的经济水
平，很难为工业化提供最基本的资金，从而使

中国陷入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 “贫困的陷
阱”，即近代中国那种发展非常缓慢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

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再次将筹集工业化资金的

目光转向了农民，毛泽东指出: “革命靠了农民
的援助才取得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

援助才能成功。”③ 因此，在我国开展大规模工
业建设的第一年，当中国共产党加大了提取农

业剩余的力度，就发生了那场影响甚大的毛泽

东与著名乡村建设派代表梁漱溟的争论。毛泽

东用工业化是 “大仁政”，而改善眼前生活是
“小仁政”的道理说服了人民。也因此，当
1953 年我国因工业化前进过快而出现农产品供
应紧张时，就实行了主要农产品的 “统购统
销”。“统购统销”一方面压缩了农民的消费;
另一方面则通过保障城市居民的低价均等的农

副产品供给，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 第三又保

证了物价的稳定。因此，“统购统销”这种方式
从制度上保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金供给。

三、改革开放前党对农业现代化的探索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改革开放
以前，农业始终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要想加快工业化的步伐，首先就必须解决农业

落后的问题。而在改造落后农业的物质条件不
足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能将希望放在生产关系

的变革上，希望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加快农业的发展。
(一) 关于通过合作化来改变极度分散的

小农经济的探索

贫穷、微小、脆弱尚未解决温饱的小农经
济，显然不能支撑起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同样

也很难避免两极分化，因此在当时全世界都在

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时候，我们也走上了农业

合作化道路。
中国农村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

摆脱了封建剥削，但基本上仍然是建立在生产

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尤其是

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

的贫下中农，由于家底薄、资金少，或者因为
天灾人祸，在生产和生活上仍有许多困难。据
1954 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
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 0． 6 头，犁 0． 5 部，到
1954 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 0． 9 头和 0． 6 部，因
此一家一户确实难以从事独立生产。所以，中
国共产党认为在这种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

是很难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更不能满足工业化

对农产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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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46—147 页。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29 页。
《人民日报》1950 年 6 月 24 日。



那什么是走向农业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呢?

毛泽东认为只有合作化。当时最典型的一个事
例是 “三条驴腿”的故事。河北省遵化县西四
十里铺村有个王国藩合作社，1952 年秋由 23 户
贫农办起来的合作社刚成立时，全社 230 亩地，
只凑起了 “三条驴腿”，既没有车辆，也缺少农
具。村里的富农和坏分子讽刺他们是 “穷棒子
凑合到一块儿了!”但是经过合作社几年的努
力，不仅年年提高生产，户户增加收入，而且

带动了全村的合作化。过去全村 154 户中有 140
户是缺粮户，政府每年都要发给该村 5 万斤以
上的救济粮和 100 多件寒衣。1955 年村里粮食
作物平均产量比建社前增加 83%以上，全村粮
食不但可以自足，而且有余粮 3 万多斤。这个
“穷棒子社”的事迹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
激励作用，以至毛泽东都提出: “王国藩合作社
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

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①

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 1953 年开
始，仅仅用了 4 年的时间，就将分散的 5 亿农
民 ( 1 亿多户) 组织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中，
从而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二) 农业科技进步是中共的根本追求

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只是改变了农业的生产

关系，它并不能直接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如果
要改变农业生产力的落后状态，则必须依靠科

学技术和物资投入。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
有着清醒的认识。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农村
土地改革还没有完成，中央人民政府从 1950 年
就开始抓在全国普遍推广新式农具的工作。政
府在鼓励大量生产传统旧农具的同时，突出强

调改良农具的生产和推广应用。1950 年 5 月，
政务院在北京中南海举办了新式农具展览会，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前往参观
了展出的 50 多种新式农具。他们仔细询问了一
些新式农具的性能、结构、功效和使用方法。
这次展览对后来新式农具的示范推广工作起了

良好作用。
为了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还必须从工

业方面给予支持。旧中国化肥工业基础十分薄
弱，1949 年只有大连和南京两个化肥厂，年产

量仅 6000 吨。新中国政府加快了化肥工业的发
展，并将其列入优先发展的产业。到 1965 年年
产量达到 172． 6 万吨，1970 年达到 351． 2 万吨。
1972 年，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的报
告，决定从国外引进 13 套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
和 48 万吨至 52 万吨尿素的现代化成套装置。
这些引进项目，从 1973 年开始动工兴建，经过
6 年时间，到 1979 年全部建成投产。因此 1979
年我国化肥产量猛增到 1086． 3 万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而农业人口多则是
中国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将这两点充分结合起

来，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

步伐。
中国幅员广大，自然条件复杂，干旱、洪

涝、盐碱灾害比较多，每年都有一部分地区的
农作物受到不同程度危害。据不完全统计，从
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1949 年 2000 多年间，全
国共发生较大的水灾 1092 次、旱灾 1056 次，
几乎每年都有一次水旱灾害。80%以上的农作
物耕地都是靠天等雨的旱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实现农业合作化

以后，大量富裕的农业劳动力和国家强大的动

员能力，使得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成为上

个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最
重要的内容。从 50 年代初期起，全国各地按照
“兴修水利，以中、小型为主”， “大量举办小
型农田水利和挖掘已有灌溉设施的潜在力量，

有条件的地区可择要举办大型灌溉工程”② 的
方针，在中共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日夜奋战，挖河修堤，建造梯田，付出了艰苦

劳动和巨大代价，为中国农田水利建设事业谱

写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为 1978 年改革开放以
后的农业大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四、80 年代的农村改革使
农业发展摆脱困境

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解决了农业为工业化

提供积累的制度保障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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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发展问题，农民的自主权和利益受到了

伤害，而 1978 年开始的农村改革，由于尊重农
民的权利和利益而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

动力。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 30 年的发展，虽然我

国的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在先进技术的推广、
电力、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农田水利建设方面
有了显著进步，但是受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
影响和 “左”倾思想的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缓
慢，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增长满足不了人口增

长的需求，城乡居民生活困顿，全国人民的温

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 2． 5 亿农民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
为什么农业生产老是上不去? 1976 年粉碎

“四人帮”和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全党
都在思考这个问题。1977 年 11 月，邓小平复出
后第一次外出视察，选择的地点是广东省。在
听取省委汇报谈到农村政策时，他就提出: “同
工业一样，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
的政策要恢复。 ‘三清’①，要加个清政策。清
理一下，哪些好的要恢复，省里自己定的，现

在就可以恢复。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
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

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他还强调: “看来最
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
键。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
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②

邓小平多次提出地方要发挥主动性去调整

政策，实际上鼓励了 1978 年至 1981 年间自下
而上的农村改革。安徽、四川、贵州等地敢于
在 1981 年中央明确表态之前再次试行过去行之
有效的 “包产到户”政策，是与邓小平的鼓励
分不开的。事实证明，凡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生产单位，生产面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不少地方二三年，甚至一两年就翻了身。农业
改革的成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

了基础，也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从 1978 年至 1984
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连续登上了 3000 亿公斤、
3500 亿公斤、4000 亿公斤三个台阶，棉花产量
增长近 3 倍，单产由 30 公斤提高到 60 公斤，
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最快的时期。

1984 年人均占有粮食由 319 公斤增加到 393 公
斤，长期困扰中国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创造了世界现代史的奇迹。
农业改革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为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资金
和市场。反过来，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又为
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物质基础。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

民的积极性，不仅使得农业大幅度增产，解决

了吃饭问题，也促进了农村专业户为先导的多

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局面的出现; 而这两点为

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反过来乡镇企

业的大发展，不仅为农业转移了大量的剩余劳

动力，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

五、90 年代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探索

80 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
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但是

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由于规模小、信息闭塞和抗
风险能力低，既不利于生产技术的进步，也无

力与瞬息万变的现代市场经济对接，无法满足

工业化、城市化对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的要求。
因此，从 90 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在农业
家庭经营和市场经济前提下如何解决农业的产

业化问题。
1995 年 3 月，江泽民在江西、湖南考察工
作时指出: “把农村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引导到
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的轨道上来，提高了
农业的规模效益，我看这就是一种集约化、集
体化的形式。”1996 年 6 月，江泽民在河南考
察工作时进一步指出: “立足农业优势，抓好种
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实行农业产
业化经营，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市场打开了，

发展其它的行业也就有了广阔的空间。”③ 1997
年 9 月，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又明
确指出: “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
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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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①

由于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

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各种 “龙头”企业及
中介组织为依托，通过各种利益机制，将农业

生产全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成
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因此它是农业发展的
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得到各

级政府部门的组织指导和支持。江泽民为此指
出: “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积极推动和引
导农业产业化经营。社会各有关方面都要支持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② 1998 年 10 月中共
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
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 “在
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积极探索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
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
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
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
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不动摇家庭经营
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能够有效解

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
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

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

途径之一。”③

为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政府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到 2000 年，全国各类农业产业
化经营组织发展到 6． 67 万个，平均每个组织的
固定资产规模比 1998 年增长 28%，销售收入增
长 26%，带动农户 5900 多万户，占总农户数的
25%。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区域布局也呈现
新的可喜变化。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特色
农业的发展，西部地区的农业产业化有了长足

的进步，2000 年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组织数量
占全国总量的比重，比 1998 年提高了近 8 个百
分点。东部地区 “龙头”企业的实力进一步增
强，在全部销售收入 1 亿元以上的 “龙头”企
业中，东部地区占 57． 8%。
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既符合世界农

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适应了市场经济对农业

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与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有

着本质的区别，它把农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

系统来对待，以商品农产品的规模生产为基础，

通过一体化经营的 “统”与 “联”，弥补了传
统农业的 “分”与 “散”的弱点，使生产经营
由 “小”而 “弱”转变为 “大”而 “强”，最
终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六、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农业现代化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的高速发展，我
国农业已经摆脱了 “靠天吃饭”和几亿人搞饭
吃的落后局面，但是农业的基础仍然很薄弱，

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仍然很严峻。一是随
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耕地面积持续

减少: 1996 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 19． 51 亿亩，
到 2006 年底，已降为 18． 27 亿亩，10 年间净减
少 1． 24 亿亩。而且减少的耕地一般都是城镇周
边较好的耕地。2008 年，针对不断加速的城镇
化，国务院不得不提出不能突破 18 亿亩耕地底
线的艰巨任务。二是淡水资源短缺。目前我国
人均淡水总资源约为 2150 立方米，是世界人均
水平的 1 /4 左右，更严重的是水资源的时空分
布极不均衡，北方地区总体上严重缺水。三是
农业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许多地方因青壮年
都外出打工，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的主要是妇女、
儿童和老人，被戏称为 “三八六一九九”部队。
四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投入品，制约了我
国农业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导致农业生

态环境日益恶化，污染日益严重。
在上述新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现代化下一

步如何走，就成为新世纪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

的重要问题。从 2002 年十六大到 2011 年的 9
年间，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
要求以及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及时提出了农

业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政策，从而使
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进入了一个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的新的历史时期。
2003 年 1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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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

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
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2004 年 10 月，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
胡锦涛提出了 “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指出:
“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
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
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

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但在工业化达到

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
带着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① 2007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再次提
出: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

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
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
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
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

农业服务体系。”②

随着 “反哺”阶段的到来，从 2004 年到
2011 年，中共中央连续 8 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来
推行符合新的历史阶段的农业现代化方针政策。
可以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进入了加速阶段。
就像 20 世纪后半叶人类通过 “绿色革命”

大大提高了农业产出一样，21 世纪中国农业的
现代化，仍然必须以科技来支撑发展，走资源

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道路。对此，中国共产党
有着明确的认识。从 2004 年到 2011 年连续 8
个关于 “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农
业科技作为实现现代农业的关键因素。其中
2007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 “科技进步
是突破资源和市场对我国农业双重制约的根本

出路。必须着眼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

增长的贡献率，促进农业集约生产、清洁生产、
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③。
事实也证明，科技创新为我国的农业发展

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以

棉花生产为例，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我国曾发
生大面积棉铃虫灾害，一些棉区的棉花亩产降

幅达 80%，每年给国家造成几十亿元甚至上百
亿元的经济损失。棉农每年防治棉铃虫 20 余
次，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也严重

破坏了生态环境，并损害了棉农的身心健康。
从 1991 年起，我国 “863”计划将抗虫转基因
棉花研究正式立项。从 1999 年起，国产抗虫棉
种的市场份额以每年 10%左右的速率递增，到
2004 年，抗虫棉种植面积达到 5000 万亩。如果
把这 5000 万亩都种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三系抗虫
杂交棉的话，每年可增产 80 万吨至 100 万吨皮
棉，增收 100 亿至 120 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
长江流域的棉区。④

中国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逐步推进的

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随着世界农业科技不断进

步而实行赶超的过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
的变迁，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也在发

生变化。
100 多年来，现代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从

“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为
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到以 “信息化、生物化、
设施化和管理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
展过程。由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在世界上属于后
发型和赶超型，因此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体现

出上述两种特征的交错与叠加。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 “四个现代化”
的 “农业现代化”，其内涵是 (下转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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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重大突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

推广应用转抗虫基因三系杂交棉高新技术的国家。
这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转抗

虫基因三系杂交棉，不仅保持了抗虫棉的特点，而

且能提高品种的产量和品质，降低成本，增产幅度

一般达 25%以上。



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及党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决定了党内制度必须

和国家法律法规相统一，不能违背国家法律规

定，尤其不能违背宪法。这是依法治国方略得
到贯彻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党逐步认
识到党的制度建设是党内制度和党外制度建设

的统一体。党的制度建设逐步与国家法律制度
建设结合起来，党的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与国

家法律体系的建设进程共同推进。党的各项制
度的不断健全完善、贯彻执行，使党内生活正
常化、制度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宪法和法
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

成为国家法律，变成全民意志，党与法的关系

逐步理顺，党的领导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国家

的法制建设顺利开展，依法治国方略也得以推

进贯彻。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
民主，就充分体现了党把自身的制度建设与国

家法律建设统一起来的思想。
90 年来党的制度建设之路虽然并不平坦，
但取得的成就却是明显的。从不断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的高度出发，党的制度建设仍需要加强

与发展。党的制度建设的总体规划有待进一步
明晰; 党内制度的配套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

( 制度体系需要健全，制度之间协调性需要加

强，程序性制度需要强化弥补) ; 一些落后于党

的建设发展的党内制度需要及时清理，同时建

立新的制度; 党内制度的审查与纠错机制亟待

建立与健全; 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
说明我们对制度建设的规律还认识不足，另一

方面也提醒我们，搞好党的制度建设，是一个

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认真
研究制度建设的规律，搞好党的制度建设规划，

制定好每一个具体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改

完善，使制度日臻完善，在规范党内生活中充

分发挥作用，从而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不断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

(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北京 100080)
( 责任编辑 朱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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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7 页) “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
化学化”，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则加上了 “生
物化、信息化”。
经过长期探索，2007 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

用 “六用三提高”来概括中国农业现代化，应
该说更科学和更完整了，这就是: 用现代物质

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

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

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

农民发展农业; 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
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
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关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

还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要求，提出将包括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共同富裕型、城乡互助型、社会和谐型的内容。
总之，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

化道路，建立起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
制，形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不断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2010 年 10
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十二五”

规划的建议中提出: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
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 ‘十二五’时期
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
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
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
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

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

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①

上述建议为 2011 年 3 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接受。可以说，中共十六大以来有关
“三农”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和工作部署，进
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期党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理

论体系和政策体系，不仅为新的历史阶段的农业

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保障。

(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

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北京 100009)
( 责任编辑 王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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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网 2010 年 10 月 27 日，
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0 － 10 /27 /C _
12708501． htm。


